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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两种权力：一种是国家的、官方的权力，叫“横暴权力”；另一种产生于

乡土、自治的权力，叫“同意权力”。淤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自治的，主要实行“同意权

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符合地方特点、乡土本色的乡规民约。简言之，“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于，

———既照顾到了传统的乡土秩序，又符合特殊和特定的“乡情”；同时以“家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

“礼制”为背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乡土本色”盂。

我国当代的乡土权力结构———自从国家权力下放到村落，村“两委”（即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

会）代表着“国家权力”，必然与传统村落的“乡土权力”发生平衡、协调甚至冲突。两种权力的博弈也成为

“新乡情”的一种结构性矛盾。贾平凹在乡土小说系列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两种权力在新语境中的博弈与

平衡，真实地呈现在三种生态：政治生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中。我国正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笔者

认为，正确处理好两种权力和三种生态的关系，是决定这一战略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依据。

一 政治生态中的权力

故事先从棣花村的“年终风波”说起：

年终时节，乡镇领导组织召开了“关于全乡本年度税费收缴的工作会议”，两委会的全体成

员全部参加。组织者讲了税费收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了清风街的债务数额很大，已经严

两种权力博弈中的三种“生态”

———贾平凹乡土小说的人类学解读

彭兆荣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的乡土社会存在着两种权力———“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的平衡

与冲突，两种权力的博弈又集中地反映在三种“生态”，即政治生态、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之中。

贾平凹在他的乡土文学系列诸如《秦腔》《古炉》《高兴》中生动地描述了两种权力与三种“生态”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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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同上，第 49页。

盂 同上，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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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地影响着正常工作。这些债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前任村干部借钱贷款开发七里沟，修

村级碎石子路，不但贷款未还清，而且贷款的利息逐年积攒。二是由于村收入入不敷出造成的，

大致包含国家税金、“三提五统”和各项摊派三大块。三是村民欠缴“提留”形成的恶性循环。会

议决定此次催缴工作难度大，“一定要来硬的”……从县纪委调来的张学文年轻气盛，他讲了无

论如何也要完成上级分解下来的征缴任务。会议上有人为此想出了口号：“坚持常年收，组织专

班收，联系责任收，依靠法律收。”

治安员说：“依我看，今年工作难整哩！天旱，麦季减产，秋里虽说可以，但现在的物价上涨，

村民手里哪有多少钱？”张学文说：“村干部不要先泄气！”治安员说：“我这不是泄气，我说的是

实情。”张学文说：“就是实情，这话也不能说！”治安员说：“那我不说了。”低了头。吃他的旱烟。

……

征缴了七天，只收到了全部税费的五分之一，而且那些交过了税费的发现大多数人家都没

有缴，又来要求退钱。……

张学文带了李元田、吴三呈，又叫了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就先到了东街，铐走了瞎瞎和武

林，到乡政府，把铁门关上……乡亲们汇集到了乡政府，铁锨、木棍、石头、砖块都往铁门上砸，

铁门就哐哐啷响。数百人把乡政府围了。淤

“年终风波”实为两种权力斗争的缩影，而“横暴”的具象符号是“手铐”。“法治”终究需由人去实行，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手铐“铐”的是人的身体，却难以“铐”住传统的文化。即便是乡下人离开了自己的

家乡进了城，他们带着的仍然是泥土的文化。《高兴》讲述了农民“离土”后的情形，小说的开篇就描述了

这样的场景：

这是 2000年 10月 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那原因只是

五富死了，按照家乡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

公鸡。白公鸡原本是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

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由此争吵起来，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警察又发现了绳子捆成的被褥

里裹着“猪肉”，石热闹见状便跑，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旗杆上……于

以刘高兴（我）为代表的农民，为了生存离开老家，到城里以拾破烂为生盂，已属悲凉；农民五富死在

城市里，不能落叶归根，刘高兴用被褥裹尸，为死者“引魂回家”，已属悲催；而因买白公鸡与小贩发生争

执竟被警察铐在了广场，则更是悲剧。

“横暴权力”以“专政”为后盾，具有强制性和不可争议性；“同意权力”在面对它的时候总体上无力抗

衡。其实，在现实中，对于诸如“专政机关”与“治理机构”的关系，农民是很难在短时间里搞懂的。只要有

“穿制服的”“带手铐的”，甚至连“戴袖筒的”（城市管理部门，《高兴》中称“市容”）都躲。偶尔也会发生“乡

土智慧”以弱胜强的案例，但多少有些“阿 Q精神”。贾平凹乡土文学系列中常有这样的例子；《高兴》讲

淤 贾平凹：《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 446-459页。笔者转引时有压缩。

于 贾平凹：《高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 3页。

盂 笔者在棣花村刘高兴家里与主人交谈的时候，发现在他的院落里堆积了不少各类空的瓶罐，显然是“拾”来的。刘

高兴已小有名气，还保持拾破烂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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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故事：

那天我的喉咙发炎老咳嗽，就在邮局门口前的广场上咳嗽的时候，一个人在不停地看着

我，我心里还说，咳嗽有啥看的，你没咳过？等一口痰咳出来，他就走了过来，说你咳嗽了，我说

喉咙发炎，他说你得去看医生，就给我一个纸条，我说谢你呀。他说你看看条子。我一看才知道

是五元的罚款收据。我说你是干啥的？他从口袋里掏，掏出个黄袖筒套在左胳膊上。我没急，也

没躁，我说，袖筒应该戴在胳膊上，你为什么装在口袋？你们的责任是提醒监督市民注意环境卫

生，还是为了罚款而故意引诱市民受罚？他不自然地给我嘿嘿。我说，你的态度严肃些！你是哪

个支队的，你们的队长是谁？他说：“你是……？”我说，群众反映强烈，我还不信，果然我试着吐

一口痰你就把袖筒掏出来了！他一下就慌了，给我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袖筒一定要戴好。我抬

脚就走，他说，你走好，领导！他叫我领导，这让我来了兴趣，我回头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领导？他

说：你过来的时候迈着八字步，我就估摸你是领导，可见你的肚子不大，又疑惑你不是领导，怪

我有眼无珠，竟真的是领导。哈，我竟然做了一回领导！从这件事后，我也就再不纠正我的八字

步了，但我的肚子却如何每顿饭多吃半碗仍没有大起来。淤

对于“横暴权力”的批评，作家总是谨慎的，因为有风险。他坦白：“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于

于是，“变着法子说”可以起到特别的效果。贾平凹的《古炉》，以“文革”为背景，曲折地讲述了“村支书”所

代表的“横暴权力”到达极致的景象：

狗尿苔看了一会，听见不远处有鸡在很凶地呵斥：这是谁的蛋？！就见从土塄的斜坡上走来

了支书家的那只公鸡，它满脸赤红，八字步，两个翅膀拖在身后，怒不可遏。狗尿苔觉得奇怪，就

走到土塄沿往下一瞧，这里是上百年前老窑场倒瓷片垃圾的地方。原本垃圾堆积得也成了土塄

的一角，经长年雨水冲刷，土塄角又跨了，截面上露出碎瓷片，全泛着亮光，而塄底的草窝里竟

真的有一颗蛋。这一定是谁家的母鸡下野蛋下到那儿去的，而支书家的公鸡也一定是发现这并

不是它踏过的蛋在发脾气了。盂

这一“比兴式”的文学描写，生动淋漓。一个从远古、自治性的传统村落，在“文革”期间，“支书”的权

力惠及到了“他家的公鸡”，而古村落的文化成了“瓷器的碎片”的隐喻。“支书—公鸡”成了横暴权力庇荫

下的“阴影”。作家说：“《古炉》写了‘文革’间人变坏的过程，也写了善的恒常不变。”榆以他母亲为原型的

老妇“蚕婆”就是善的典型。

二 自然生态中的“道路”

其实，“自然”是“人化”的，我国尤是。以“道”为例，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自然”表达。“道”的基本语

义是依据自然的形态修建的通道；本义就是道路，“道”是“导”（導）的本字。《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虞

淤 贾平凹：《高兴》，第 71页。

于 贾平凹：《秦腔》“后记”，第 546页。

盂 贾平凹：《古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 72-73页。

榆 参见孙见喜、孙立盎《贾平凹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 359页。

虞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 154页。

两种权力博弈中的三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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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取之本义而引申，“道”代表自然律。这样，“自然—规律”（“道法自然”）成为我国“道”之最具代表性

的意义表述。在乡土社会，“道”在两个层面上都有贯彻，并形成了乡土特色。

棣花古镇原是商於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故有“棣花驿”之称。商於古道为古代的军事、政治、商贾之

道，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古道由陕西省商洛市（古时亦称上洛郡、上洛侯国、洛州、商州）通往

河南省内乡县柒於镇，全长约六百里。秦汉时称作“武关道”，唐时又称为“商山道”或“商州道”。商於古道

原是在自然形态中修建的一条路，其筑路的原则：以自然形势和形态为根据。

修筑道路历来都有促进地区繁荣，促进人员、民族、文化、物资等的交通与交流的功能。但是，“道路”

的开通所包含的一般“道理”并非总与现实功效相吻合，也存在矛盾与悖论，特别在当今修建道路的具体

实施中，诸如以何种方式，以什么规模，在什么地点开建道路，经常成了一种“权力的霸道”，尤其是国道。

交通对于传统闭塞的农村而言是“有幸的”，但也是“隐忧的”。贾平凹在他的散文《从棣花到西安》一

文中，真切地描述了修建公路、铁路对于家乡变革的感受：

秦岭的南边是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岭上约三百里。世上的大虫是虎，长虫是

蛇，人实在是个走虫。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

父亲告诉我，他十多岁去西安求学，是步行的，得走七天……到我去西安上学的时候，有了

公路，一个县可以每天通一趟班车，买票却十分难，要头一天从棣花赶到县城，成夜在车站排队

买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条公路改造了，不再是沙土路，铺上了柏油，而且很宽，车和车

相会没再减速停下，灯眨一下眼便过去了……过了 2000年，开始修铁路。棣花人听说过火车，

没见过火车，通车那天，各家在通知着外村的亲戚都来，热闹得像过会……有了火车，我却没有

坐火车回过棣花，因为火车开通不久，一条高速路就开始修。那可是八车道的路面呀，洁净得能

晾了凉粉。村里人把这条路叫金路，传说着那一捆子一捆子人民币铺过来的，惊叹着国家咋有

这么多钱啊！

……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呑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

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但随着 312公路改造后，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续修成，城与

乡在接近了，它吸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淤

作家在细细回味从家乡到省城的交通历史中夹杂着自豪和兴奋，迷惑和苦恼。几年前，当我们在公

路上看到从车窗外掠过的宣传牌“要想富，先开路”的时候，我们总是欣喜着；然而，当一条条的“国道”通

进了闭塞的传统村落时，内心又闪过一丝丝的苦意。这也正是作家的真实感受。

贾平凹在《秦腔》中喜欢在描述农村重要的变化和变革事件中夹着个乡土性的“真实隐喻”———这种

隐喻既可以是真实发生的，也可以是人们相信其是真实的。312国道的改造对棣花镇而言，是个最大的

事件，贾平凹这样表述：

清风街上的清风寺后面有一棵大的白果树，白果树上住着一家鸟。大年前一只鹞子飞来打

架，鹞子和鸟夫妻打得非常激烈，白的灰的羽毛落了一地。人们想帮鸟夫妻，但掷石子掷不到那

淤 贾平凹：《从棣花到西安》，《游戏人间》，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 1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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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高。战争持续了三天三夜，鸟丈夫被啄瞎了眼睛，跌下来摔死了，紧接着鸟妻子也跌下来，先

还能睁眼，不到一个时辰也死了。奇怪的鹞子并没有占巢，从此飞得没踪没影，直到连刮了七天

黄风，鸟巢被刮了下来，才发现巢里还有两只雏鸟，差不多都干瘪了。

白果树上的鸟遭到灭绝，正是 312国道改造的时候。312国道原规划路段要避开清风街的

后塬，从屹岬岭随着州河堤走，可以是堤又是路，不糟塌耕地。可后来是从后塬经过，这就把清

风街的风水坏了。风水重要得很，就是风水一坏，夏天义下台了。淤

农民只有土地，也只会在土地上扒吃喝，而清风街人多地少，不解决土地就没辄。这几年盖

房用地多，312国道又占了咱那么多地，如果办市场，不但解决不了土地问题，而再占去那几十

亩……那几十亩可都是好地，天义叔他们曾经在那几十亩地上亩产过千斤，拿过全县的红旗的

……君亭哼了一下，秦安就不说了……“农民为什么要外出，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

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乞讨，还在卖淫，

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君亭说得很激动……于

“国道”的原则是“无可商议”，它是以“国家工程”的方式打通“自然”，在道路学研究中，国道可以说

是“权力”的化身，是笔直的、钢硬的，“与天地奋斗”的榜样。相形之下，在乡土社会里，乡村小道以遵循自

然形态、形势为原则，是灵动的、柔和的。盂虽然面对道路修进了村的事实，村民们保持着“守旧”心态：一

方面他们深知，道路的变化客观地反映时代发展的需要，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另一方面，他们看

到自己熟悉的环境的快速变化，特别是以国道为“体用”的乡村横行，他们也只能抱着守着传统期盼未来

的忐忑心态。作家在他的乡土文学系列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矛盾心态。

自然生态有体有脉、有形有势，遵循的原则是有形有相、有风有水，这些都掺杂在了传统的风水形貌

之中。重要的是，我国传统村落形制都遵循风水观———中国古代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观。然而，当“国道”

遇到“乡道”时，权力的“霸道”完全无视村落的风水体系，清风街的东西向脉被拦腰斩断，村落的形制遭

到破坏，摧毁了乡土风水。看一看果树上的鸟巢的命运就明白了。

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谈到回乡与刘高兴交流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作家）“问起村里的事，他

（刘高兴）说了。咱这里啥都好，就是地越来越少，一级公路改造时占了一些地，修铁路又占了一些地，现

在又要修高速公路呀还得占地，村里人均只剩下两分地，交通真是大发达了，可庄稼往哪儿种？”榆刘高兴

进城捡破烂，鲜活地反映了失地农民的窘迫情状。

三 人文生态中的“乡土”

在中国，自古以来，伟大的作品必需、必然要反映“天人合一”———“天文———地文———人文”的价值

观；而要反映这一传统的价值观，乡土表述不可或缺；因为，本质上说，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所以“乡

土”也成了“人文生态”的最完整表述和最忠实的保留；《秦腔》中的乡土正是人文生态的客观体现。贾平

淤 贾平凹：《秦腔》，第 23-24页。

于 同上，第 87页。

盂 参见彭兆荣《论乡土社会之道路景观》，《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 5期。

榆 贾平凹：《高兴》“后记”，第 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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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曾经在回答《秦腔》中“神秘事物”的问题时说到：“这和我的生存环境有关。我生活的那个地方佛和道

都特别盛行，巫文化也特别盛行，无形中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秦腔》中淡化了一些。”淤

“人文”是一种“染色剂”，一旦染上，就难以褪色，无法完全洗白，特别是在故乡长大成年后，地方人

文就成了一种烙印，更无法改变，仿佛“乡音”。写乡土人文，就要熟悉之，而且多半本人浸淫其中。乡土的

人文环境勿宁说是一个“文化的染缸”，染上了就难完全去色。“人文”的具象通常是地方性的；传统村落，

包括村落的形制都是“人文”与“自然”的契合；“自然村”即是一个生动的表达。

贾平凹的家乡棣花镇，丹江自此流过，人称州河。丹江经商州、丹凤、商南入河南境，再过浙川老河口

往湖北，到那里汇入汉水入长江。以前在水脉旺时，外来的船楫直到丹凤县城龙驹寨，当地的船民水手为

了帮会联络，在龙驹寨还筑起了一座船帮会馆，人称花庙，至今尚存。于自古以来，村落的形制皆由自然环

境而来，自然是生存的第一原则，而“风”与“水”便成了村落建设根据“形势”构建的核心价值，我国传统

的汉族村落建制几无例外。

棣花古镇整体上南北向制，南面是群山的高处，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作“笔架山”，贾平凹的老宅、新屋皆

面向南，门面朝南，门槛略歪，却正对“笔架山”，当地盛传，这样的形势要出“秀才文人”。当地民众更愿意在

“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中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表述和阐释。对于作家的“成名”，他们必定是认定贾

家面对“笔架山”的风水传奇。至于古镇的老街———“清风街”，更是传统风水的典范：东西走向，水路环绕，

“靠———抱———罩”一体，完全符合中国传统风水的形制。这种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生态也成了当地村落的基

本脉络。

“人文”的地方性在民间的表述是所谓的“风俗”，就像秦腔属于秦地秦人一样。贾平凹在故乡长大成

人，对自己家乡的情况不独是一个观察者、体验者，更是其中的一个份子，一个农民。他在《秦腔》“后记”

中写道：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学会了各种农

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

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

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得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

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

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的皮剥了！”可后

来，做起城里人后，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盂

当然，这要有心、有情，还要有义。有时离开后再重返，有“温故知新”的体验。比如家乡的山对于贾平

凹来说就是这样：

在城里呆得一久，身子疲倦，心也疲倦。回一次老家，什么也不去做，什么也不去想。懒懒散

散地乐得清静几天。家里人都忙着他们的营生，我便往河上钓几尾鱼了，往田畦里拔几棵菜了，

然后空着无事，就坐在窗前看起山来。

淤 孙见喜、孙立盎：《贾平凹传》，第 297页。

于 同上，第 2页。

盂 贾平凹：《秦腔》“后记”，第 540-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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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贾平凹：《读山》，《自在独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 145-148页。

于 贾平凹：《秦腔》“后记”，第 542页。

山于我是有缘的。但我十分遗憾，从小长在山里，竟为什么没有过多少留意？如今半辈子行

将而去，才突然觉得山是这般活泼泼的新鲜。每天都看着，每天都会看出点内容；久而久之，好

像面对着一本大书，读得十分地有滋有味了。

其实这山来得平常……再看看，果然看出动人之处，那阳面、阴面、一沟、一梁，缓缓陡陡，

起起伏伏，似乎是一条偌大的虫，蠕蠕地从远方运动而来了，蓦然就在那里停下，骤然一个节奏

的凝固。这个发现，使我大惊，才明白：混混沌沌，原来是在表现着大智，强劲的骚动正寓以屑屑

的静寂里啊！

……

到底我不能囫囫囵囵道出个山来，只觉得它是个谜，几分说得出，几分意会了则不可说，几

分压根儿就说不出。天地自然之中，一定是有无穷的神秘，山的存在，就是给人类的一个窥视

吗？我趴在窗口，虽然看不出个彻底，但却入味，往往就不知不觉从家里出来，走到山里去了。淤

“生态”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只是当今被广为使用，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它原本即表示“人与自然”

的认知关系，特别是地缘知识与民间智慧。在乡土社会，从任何意义上说，“生态”都是检验传统村落的关

键词，———无论谁，通过什么方式去改造她，改变她，都与“生态”脱不了干系。之于山脉，之于河流，之于

生境，皆如是。

结 语

贾平凹在评述《秦腔》时说：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

是农业国家，供养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地地方，农民是

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

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生气，一切又都混乱

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

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

棣花村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

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泻洪池。体制对

治理发生了松驰，旧的东西稀哩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

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

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根须上的土，

栽到哪里都是难活。于

这是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国情。

附：为了解贾平凹乡土文学中所描写的原型故事，笔者专门前往他的家乡，走访了他的家人和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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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贾平凹乡土文学中的一些案例进行现场调研，管窥传统村落之“权力/生态”之间的主要矛盾和

大致形貌，以下是笔者对作家的胞弟贾栽凹的访谈。

棣花访谈记录（节选）

访 谈 人：彭兆荣（以下简称“彭”）

访谈对象：贾栽凹（贾平凹胞弟，1955年出生，以下简称“贾”）

访谈地点：贾栽凹家

访谈时间：2018年 8月 2日上午 9点至 10点 30分

整 理 人：纪文静

彭：中国几千年来的官僚制度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都是自治的。村落的形成主要是从宗族延

伸出来的，是一个大家，比如：贾村、张村、李村，就具有主人翁意识。这个村就是我们的家，这块土地是我

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现在的村落主要由“两委”行使治理权力。

贾：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原来的村落治理、协调组织工作只需要五六人，现在却需要七八十人，两万

人口的村落配备八十个行政人员。这个数量比八十年代一个县委、县政府的人都多。现在乡镇数量减少

了，过去丹凤县有四十二个乡镇，现在变成了十二个，工作人员数量没有减少，而且年年还在招人。想做

这份工作的人都想管理人，都不想劳动，都喜欢权力。

彭：我们这次也到北京通州的里二泗村调研，那个村的机构设置也多样复杂。过去，村落都是老百姓

自治的，都是一些乡贤、族长在管理村落事务，有什么问题集中开会讨论解决即可，哪里需要这么大的管

理机构。

贾：过去县长哪里要 8点上班，6点下班。原来的干部，都是将明天的事情布置好，几点钟下乡，在哪

里集中约一下，时间一到，开车就去了，留下几个值班的即可。

彭：现在很多大学生到村里当村官当一两年就走了，他们也弄不懂村落。

贾：现在的官员只强调年轻化，也是一个问题。村干部 50岁以上就不给干了，人 40至 50岁的时候

才真正成熟，但是中国的官员到 45岁的年龄就不会再有提拔的机会。

彭：主要是中国目前失业率高。在乡村，真正了解乡情，有智慧的人是那些乡贤、族长、寨老。

贾：农村的工作不比城市，往往需要年长者带领年轻人。年轻人没有社会经验和农村经验，是管理不

好乡村的。原来乡村是族长制，很多族长年龄长，经验丰富，拥有生活智慧，而且公平，所以才德高望重。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族长制传承一塌糊涂，搞得都是二流子当村长，这些人把村落搞乱了。近二十年

来，国家才慢慢意识到。

彭：顺便问一下贾先生，棣花村原来是商於古道上的驿站，不会像其他村落是单姓村，棣花村应该是

有很多姓氏的家族，你们贾姓家族在本地势力大吗？

贾：是的。

彭：在本地贾姓家族中，像您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威望的人能不能在今天的村落事务中起到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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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现在在本地，有文化、道德修养高的人往往不当干部，没人当。当干部的人都想着挣钱或为自己

谋私利。过去家族里也有当过干部的，近年来没有人当干部了。我们的家族都是按照辈分秩序管理，一般

都不会出现打闹的现象。

彭：贾姓族人有可能到外地当官，他们在故乡的村落中有没有权威呢？有很多村落的乡贤尽管不是

干部，但是他们经常能超越当地干部，能够解决家族内部的矛盾并管理事务，这种情况在当地还有吗？

贾：还有。

彭：乡贤和族长会解决家族事务吗？

贾：是的，家族内部有矛盾的，一般不会拿到外面解决，内部解决就行了。比如，这次族里一个侄儿被

车撞了，撞人的人也是本家族的，就在家族内部解决了，没有出现高额赔偿。本来要赔一万七千多元，最

后一万元解决了。

彭：这就是我们要考察的。如果一个村落的地方贤达、宗族力量仍然很强，那么这个村落就能保存得

很好。如果失去了这些，完全是由外来人或上面派来的人管理，由他们说了算，这个村落的文化很快就会

丢失。地方贤达、宗族的力量在本地还有吗？他们的力量强大吗？

贾：这里每个自然村还存在这些力量，特别是家族里面年长的，做事公平的，能说能劝，有威望，能够

给年轻人讲道理的人还在管理家族事务中发挥作用。

彭：您哥哥出版的系列著作中，有没有专门讨论这种乡村地方力量解决村落内部问题的故事和情

节？

贾：《古炉》里面有这样的情节和故事。

彭：我们国家现在搞“乡村振兴”也好，恢复传统文化也好，首先得看一下乡村的力量是否强大，如

果乡土力量已经被摧毁了，那么这个村落将不被看好；如果村落中这个力量还很强大，村落的“草根性”

很强，哪怕有一场运动把她上面的东西都灭掉了，但是“根”还在，一旦时机到来，便会萌发成长，这是我

们考察的重点。

贾：原来管理村落的都是年长德高望重的人，现在 50岁、55岁就让退休了。实际上，50—70岁年龄

的人才是管理农村的最佳人选，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最成熟的，最有智慧和权威的，一是年龄长，二是经验

丰富，三是能管好。现在很多农村人不买村干部的帐，农村人有倚老卖老的认知思维，现在村落都是让外

面人来管理，过去都由族长管。德高望重、公平的人才能将村落管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AA001）阶段性成果。

（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责任编辑：毛巧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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